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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管治架構和申訴及投訴機制  

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意見書 

 

就是項議程及教資會提出的文件，本會希望提出兩點回應及兩項具體建議： 

 

第一、 教資會提交之文件所指『浸大已完成有關檢討，認為大學諮議會和教務議

會一直有效運作。諮議會和校董會在大學管治上亦互為補足。教務議會現

有的權限和職責，能切合作為浸大最高教務機構的需要。』（見<<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管治及管理架構檢討現況撮要>>）本會必須指

出，浸大校方所做的所謂檢討諮議會和教務議會，根本沒有採納員工的意

見，然後就自圓其說本校的校董會及諮議會運作有效，沒有任何需要改善

的地方。從校董會與諮議會的名單上看，這兩個會議的主持人都是校董會

主席，身份重疊，而兩個會議內的組成成員也大同小異，其他成員包括本

校院長及由校董會成員提名的其他人士，無法產生互相監督的功能。 

 

第二、 教資會另一附件指出『浸大認為，假如將校董會的會議議程及會議紀錄公

布周知，可能會令與會者無法在校董會會議上暢所欲言，並不符合校董會

以至大學工作的整體利益。按照慣常做法，浸大會透過多個渠道，向不同

界別人士發布與校董會重大決定及浸大發展相關的資料。』（見<<教資會

資助院校就公開其管治團體的會議議程及會議紀錄的建議所作的書面回

應摘要>>） 

 

不過，校董若以大學的利益出發，其在會議中的發言怎有不可告人的地方？除了需

要受保護的私隱和商業秘密，校董會的會議紀錄實在沒有保密的需要。若校方害怕

因公開發言者的身份而引起尷尬，校方也可以把發言人的身份隱沒，故此這並不是

不公開的理由。 

 

此外，現時兩名職工代表也只是以個人身份參與校董會的工作，更需要遵守校董會

的保密規定。他們有多少的代表性是可想而知。同時，校內只有較高級的員工才可

以有投票選出兩名代表的投票權。一般的員工根本沒有任何投票的機會。 

 

 

本會認同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處理院校管治問題的大方向，即在院校自主的大前

提下，建立健全有效的內部監察機制。本會除認同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提出的四

點建議外，公開各級管治架構會議文件、制訂公開資料守則、設立標準諮詢程序、

確立工會談判及協商地位(見附錄)，還有以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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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立一獨立跨院校申訴仲裁委員會，處理各類投訴及申訴事宜，或把申訴專

員的職權範圍擴大至院校。雖然各院校在過往的文件中經常提出，而教資會

或各院往往用院校自主及申訴專員不可處理學術事宜來推搪，導至浸大先後

發生「六君子事件」；兩位非教學員工拒絕轉入新制而被迫辭退；更不幸的

是有一位員工與浸大的勞資糾紛要訴諸法庭，搬到高院處理。本會並不同意

教資會提出的見解，由個別院校處理屬下教職員的投訴最為恰當。以浸大為

例，雖設有既定程序，但行政高層往往委任自己的親見信為仲裁委員會成員。

員工無從異議，工會代表最多亦只能陪同出席，不能參與討論及發言，而其

他的各類投訴及申訴事件，校方亦從未諮詢本會。事實上，校方的處理手法，

根本是嚴重侵犯員工的工會代表權。 

 

二、 檢討校董會的組成成員，校董會的運作。校董會作為各院校的最高權力中心

點，理應是要有它的透明度及問責性，而非一些人的所謂閉上門『暢所欲言』

的地方。而審計署《審計署署長第四十號報告書》發表後，政府帳目委員會

曾就報告書所載審計結果舉行公開聆訊。帳委會於2003年11月發表的第四十A

號報告書中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建議教資會應要求各院校所作的採取措施，

就 校董會成員、發布成員的出席紀錄、不應再委任會議出席率偏低的有關成

員、設立審核委員會及定期檢討管，但各院校似乎全無反應。教資會更是常

以大學自主掛在口邊，却不設立獨立的監察及申訴制度(如宋達能報告書所建

議的做法)，可讓各大學校長變成「土皇帝」，無湏向員工、向公眾交代。 

 

附錄 

 
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提出的以下四點是建立監察機制必不可少的條件： 

1. 公開各級管治架構會議文件：包括各級管治架構及其屬下委員會的議程、會議

紀錄及討論文件。在教育事務委員會的倡議下，大學校董會現時已有公開校董

會的出席率。但除此以外，以中大為例，校董會、行政與計劃委員會及教務會

等的運作尤如黑洞一個，所有文件都列為機密。師生甚至沒有途徑知道這些委

員會討論過甚麼。資訊集中在極少數人的手中，權力也就集中在極少數人的手

中，或者只能透過非正式途徑獲得。這對建立信任及執行政策的效率打擊亦極

大。要建立有效的內部監察機制，資訊的流通最為重要。 

2. 制訂公開資料守則：守則包括說明公開資料的目的、公開或不公開的原因、如

何公開、向誰公開、公開的內容範圍、持份者索取資料的渠道。政府自1995年

起已制訂及推行公開資料守則。作為政府資助機構，院校有責任加強透明度，

讓校內外持份者能作出監察。作為理應走在社會前端的高等教育機構，在資訊

發佈上最少已落後了十多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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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立標準諮詢程序：凡政策的制定，都應先經過一既定程序諮詢。諮詢的對象、

形式、通知期、諮詢期、資料的提供等，都應有一定標準，讓各單位遵守。在

中大取消民選學院院長一事中，經過本會與大學教育關注組發起簽名運動及向

校董會反映，校長被迫進行諮詢。但諮詢是在文件不足，通知極度倉卒，安排

在老師正在上課的時候進行的。 

4. 確立工會談判及協商地位：從資源上看，資助院校最終的僱主其實是政府，因

此，政府有責任制訂守則及程序，確立工會的談判及協商地位，從而減少勞管

衝突的發生。具體來說，就是確認所有大學註冊工會代表員工處理糾紛，就人

事薪酬政策的制定獲得諮詢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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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黑箱、參與校政： 

浸大管治改革須從樹立公平、公正的申訴機制開始 

 

 員工接受校方委任的解僱委員會調查，調查期間，因病未能出席耹訊，員工
康復後要求恢復耹訊，竟被告知耹訊已經結束。這樣做公平嗎？ 

 

 浸大於零五至零六年期間推行新薪酬及福利制度，實行按市場薪酬走勢及表
現評核定薪，但校方既不公開已有的市場資料，而新制推行至來，再沒有騁請顧問
公司提供有關資料，所謂新薪酬制度已失去客觀依據，而表現評核的公平、公正亦
備受非議，但至今未作檢討。這些政策及其執行，涉及校董會及行政高層，他們可
以脫離自己的利益和面子考慮，秉公檢討及作出修訂嗎？ 

 

 又例如，推行新制後，大部份員工基本上是凍薪，直至去年政府額外增發生
活津貼，但自零五年大學薪酬與政府脫鉤，五年間，校長就由月薪154,150元（D5
級），暴增至年薪375萬元。（<<蘋果日報2006年9月15日A6版>>）。何解？員工可
以向訂出校長薪酬的校董會申訴而得到公平的調查及檢討嗎？ 

 

 以上情況是要指出一點，當投訴的對象涉及行政高層至校董會，實難期望他
們會認真地檢討，更遑論能夠獨立而秉公辦理。基於自然公義的原則，我們建議成
立獨立的跨院校申訴仲裁委員會，處理投訴事宜，或交由申訴專員調查及裁決。 

 

 當然，問題亦源於校政透明度嚴重不足，員工代表參與校政的途徑十分有限。
目前浸大校董會的會議議程、文件、紀錄都不公開。校方向教資會解釋，公開有關
資訊有礙與會者暢所欲言。但浸大不是私人俱樂部，而是公帑資助的大學，校董若
以大學利益出發，他們在會議中的發言又有何不可告人的地方？莫非個別校董可以
暢所欲言比起向社會、員工交代校政更重要？ 

 

 其實校方不公開校董會的會議資料，只會阻礙員工準確掌握情況，在校董會
作出重大決策前，令他們無法參與討論。在會議保密進行的情況下，過去竟有校董
會員工代表，根據十數位員工的簡短訪問，偽稱新薪酬及福利制度已取得民意支持。 

 

 為免這類醜劇重演，也為提升大學的管治水評，我們認為除了要有獨立的申
訴仲裁委員會，亦同時需要： 

 

一. 如中文大學員工總會所提議，即公開各級管治架構會議文件、制訂公開資料
守則、設立標準諮詢程序及確立工會談判及協商地位； 

二. 校董會加入更多員工代表，並讓全部員工以一人一票選出其代表，而不再由
小圈子選舉產生，把投票權及參與權限於全數三分一的高層員工； 

三. 徹底檢討校董會的組成方法及運作模式，以提高其透明度及問責性，好向全
校員工、納稅人、社會交代校政。 

 


